本檔案未經整理
紀念利瑪竇專欄

利瑪竇的生活交談                                                          張  春  申

(一)  導言

報載去年十一月六日在法國巴黎，由耶穌會文化中心與利氏學社聯合主辦了以「西方與中國的溝通」為主題的紀念利瑪竇神父的會議。據說會議中一個重要論題是，利瑪竇神父與中國人交往時的尊重個人與謙虛態度。此與同時代其他地區許多傳教士的「征服者」姿態完全相反。

我自己曾在「教友生活週刊」發表過一篇題名「自聖方濟沙威到利瑪竇的傳教方法」(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其中曾提出利神父傳教生涯中的「生活交談」。果然「生活交談」是現代傳教學的名詞，不過所指的該與上述巴黎會議中的論題不約而同，因此引起我繼續發揮的意願。

首先，我不想把利瑪竇的待人接物態度與同時代其他地區許多傳教士的「征服者」姿態互相比較。因為這是非常抽象不針對實際環境的論調。當時其他傳教地區，不是西班牙 (拉丁美洲)，便是葡萄牙 (東亞、印度) 的殖民地，這與「征服者」姿態的傳教極有關係。至於利瑪竇神父，處身東方之文化大國，直到他死在對於外人常有懷疑的明代北京，常感坐立不安，顯然與別處的情況大不相同，因此把他的態度以比較的方式提出來討論，依我看來，是不必要的，而且反而能够引起無謂的討論。為此我只願直接探討利瑪竇的「生活交談」。

 (二)  交談的意義

交談可說是當代教會處身於一個文化與宗教多元世界中的新態度；自從梵二大公會議以來，尤其經過教宗保祿六世的首封通諭的强調，於是在不少傳播福音的會議中紛紛研討交談、生活的交談、文化的交談、宗教的交談。本文不擬泛論有關交談的各種問題，這裏只是為了肯定利瑪竇的特殊態度，先對交談的現象做一簡單描繪。交談至少發生在雙方之間，而且基本上要求彼此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交談中雙方各有自己持守與信服的立場；然而真實的交談同時雙方互相尊重，承認自己的立場不一定如此十全十美，因此可以吸收對方的優點。當然雙方也都渴望自己信服的立場受到認同；總之，交談是共同尋求聖善與真理；是給與和領受的溝通。為此，交談的態度是尊重、謙虛、聆聽、了解；是持守真理，也是準備修正。反過來說，交談不是敷衍、妥協等表面性的苟同。

教會今日提出交談的態度，一方面果然發現自己處身於一個多元世界中，如果期望接觸他人，必須平等地來往；另一方面也有更深的理由，那是因為它承認教會之外，聖神在人類中的照顧與啟廸，不論在生活中以及文化宗教上，都產生極大的效果。教會不但可以給與，甚至也能接受教會之外來自天主的許多恩賜。於是這個教會活動的新名詞「交談」便流行各地了。教宗保祿六世甚至將教會的交談稱之為「救恩交談」。不過，作為交談而論，教會並不直接尋求對方的歸化，使之加入自己的團體，它唯一渴望的是將自己的立場 —— 來自基督的立場 —— 分享給別人；但是由於教會自己也不敢肯定已經清楚地擁有一切真理，所以它誠意地願意聆聽，也準備接受。

 (三)  利瑪竇與交談

以上只是非常簡單地描繪了交談現象，下面我們要寫的便是利瑪竇的生活交談。當然利瑪竇時代，教會並沒有提出「交談」的名詞，甚至我們也該說，一般而論，它並沒有交談態度，不過我們發現利瑪竇自己卻不知不覺地培養了今天所說的生活交談。

首先，我們得承認他所處的環境本身要求一種交談的出發點。明朝中國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大國，它並不是殖民地，傳教士雖然自命懷有絕對的真理，可是態度上不能不有些「低頭服小」，無論如何，不可能有「征服者」姿態。當然「低頭服小」也非交談，那麼利瑪竇的交談精神究竟出現在那種情況中呢？

據我們看來，在宗教問題上，大體說來，鑒於當時的神學思想，利瑪竇並沒有表現出任何交談態度來。那本有關宗教寫得最多的「天主實義」，對於佛道兩教，只顧批判，缺少了解，絕無溝通的可能。其次即使面對所謂的「中士」，全書雖然應用交談的問答體裁，可是西士利瑪竇處處顯出的是一種「護教」方式，或者可說是「準備福音」。他刻意證明中國古籍與基督宗教的信仰並不反對；也因此在註解上，與明代理學家格格不入，並沒有比較開放的交談精神。另一方面，「護教」基本上只求解釋教會的信仰，不想吸收對方的思想、考慮自身的修正。所以「天主實義」雖然在中國境內寫成，利瑪竇站在傳教士的身分上，多少是含有居高臨下的姿態，還沒有交談中的平等。反而中士的語氣顯得有些低姿態！

那麼當我們提到利神父的生活交談時，又指什麼呢？這是指利瑪竇神父自從脫下僧裝，身穿儒服以後的生活。他進入士大夫階層，開始結交許多學者，與之成為朋友而表現出的態度。居住南昌時，值得大家注意的一部著作便是「交友論」，當時他正廣交各界人士的開始，也即是在生活中開始與學者溝通。至於我們所說的生活交談，主要不是思想交流的工作，而更是由於雙方生活上的平等接觸，互相觀摩，而各有影響。有關這一點，擬於以下逐步說明與分析。

利瑪竇時代，天主教神學普通地承認的一個論題是：教會接受天主啟示，是唯一的真宗教。教會之外，沒有別的來自天主的真宗教。不過有關倫理道德，教會之外，不乏天主的照顧而有良好生活。所以根據神學論題，他決不會考慮接近其他宗教。不過他閱讀中國古籍，同時與文人學士結交，自然發現具有高度的倫理生活。在他致澳門耶穌會副省長信中，清楚地這樣表示：「中國人也是傾向修身事天的 (有的人以為中國人不是這樣，但是我在這裏每天觀察，中國人確是如此。)。有史以來，中國人就遵守人性的天理，較我們西方人還完善，……。他們是願修德的人，行為也很好。而且中國古人的經書，是中國最古最有價值的權威的書。書中只講敬天敬地和敬天地之主。我們只要細讀這些書，裏面很少違反人性天理的事，反而有許多事合乎天理，比任何講本性學問的哲學家也不稍遜。我們希望中國古來的許多聖賢因着遵守天理，再加上天主仁慈所賜的恩惠，也可以得救靈魂。……」(羅光，利瑪竇傳，頁二O八。) 因此，利瑪竇神父與中國學者應酬中，理所當然地，討論道德文章。不過我們認為更應加以肯定的，是在交友來往中，利瑪竇自己的生活也無形中受了影響，可說實際改變了他自己。這還需要更進一步求證。

(四)  利瑪竇的生活交談

無論如何，利瑪竇自己認為在中國人中間必須注意良好的生活，他寫說：「我們至今，謹小慎微，和中國士大夫來往；他們都稱我們為聖人。我希望我們至終常能保全這種聲譽。如今在我們會士中，既有好幾位品行端方，神學優秀的人，而且沒有一人不勉力學習較高的中文程度。」(仝上) 字裏行間，可以發現與士大夫交友，要求合乎中國人的倫理道德的標準。利瑪竇根據自己的觀察，發現中國人是願修德的人，而且行為也很好；這當然是指那些他所接觸的人士，大概便是他的中國朋友。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在他廣交當代文人學士時，已經有了我們所說的生活交談；這主要的不在於雙方彼此交換道德思想，而更在乎共同生活中互相觀摩、尊重、甚至效法。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位傳教士，利瑪竇怎樣會不注重中國人特別敬仰的道德呢？作為一位真實的基督徒，他怎樣會不「誠於中，而形於外」地實踐呢？作為一個對於交友如此了解之深的人，他怎樣不會效法對方的品德，同時也表達自己的理想呢？這樣看來，利瑪竇雖然身處四百年前，實際上有了今日大家討論得很熱烈的「生活交談」。

(五)  利瑪竇成功的生活交談

交談含有給與及接受，那麼利瑪竇與中國士大夫的交友生活中，接受中國的道德特殊面貌之後，究竟予人怎樣的印象呢？這最好由當時人的筆下來求證。

我們不必求證於明代的三大傑出教友對利神父的觀感；只須自與他友善的一般朋友；甚至當時反對他的人的著作中，便可隱約想像一位流露儒者風度的利瑪竇。

和利子相友善的汪建內贈詩說：「西極有道者，文玄談更雄；非佛亦非老，飄然自儒風」(張奉箴，福音流傳中國史略卷二上編，頁六五八)；另一位姚爕詠利瑪竇墳說：「一天開別教，八萬里流民，學內儒之墨，臣為常也賓。」看來利瑪竇是在生活中吸取了儒家的道德文章。

方豪蒙席在「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中，搜集了不少明代學人對於利瑪竇的評語，我們挑選有關幾條，作為利神父生活交談吸收中國品德的佐證：「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說利氏：『……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利瑪竇的道德學問，極受當時人敬佩，連反對天主教的人士也不例外，且有稱之為『聖人』的。陳候光著辨學芻言，自敍說：『近有大西國夷，航海而來，以事天主學倡，其標號甚尊，其持躬甚潔，闢二氏而崇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聖人生矣。』」(頁七四)

利瑪竇死後，北京尹王應麟所撰碑記中，最能引人矚目的便是關於利神父的交友，我們抽出其中數節如：「……若追篤歡交誼之雅。……竟傾蓋投契合之孚，相與訴遊長江，覽景建業。」

總之，在當時中國學者眼中，利氏是西方聖人；「西方」，由於他來自泰西；「聖人」，那是他已經具有合乎中國道德標準的人格了。這不是生活交談中，利瑪竇無形中自己潛移默化而有的成就嗎？果然這並不否認他成為基督信徒、耶穌會士固有的修養，不過這修養是二十七年降在中國風土之中，吸取了很多東方儒家的特殊面貌。

(六)  利瑪竇生活交談的救恩意義

本文之作由於巴黎紀念利瑪竇會議中一個重要主題而發，因而說明了我對於利瑪竇神父生活交談的一些反省。原則上，生活交談不只是利瑪竇接受中國的儒者風格與德性，同時他在生活中不能不流露來自基督信仰的種種因素，因此而為別人所接受。譬如最為顯著的是他貞潔生活雖然遭受「不孝」的困難，但是另一方面不知為多少士大夫所景仰，甚或真實地有所影響。由於這不在本文研究範圍之內，所以不擬再加研討。不過，教宗保祿六世所說的「救恩交談」大概便指這方面的影響吧！

為此，依我們看來，巴黎研討利瑪竇會議，果然清楚地提出利瑪竇在東方傳教的謙虛態度，實在還可以由傳播福音角度來反省這種態度本身的救恩意義。這在當代交談神學中會有深入的解釋。

最後，研究利瑪竇的生活交談，不免令我們懷古思今地問：作為傳教士的我們，具有生活交談的態度嗎？或者無形中還染有「征服者」的姿態呢？

對創造性祈禱的一種取向 —— 聖公會的看法                       Rosalie Ryan, C.S.J.  著

                                                           陸     達      誠  譯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整個英國籠罩在恐怖和恍惚的氣氛之中。經濟大不景氣，帝國已經開始分裂，而歐洲大陸的炮火聲似乎已開始響起。這時有兩位聖公會的女教友，都是從事寫作和教育工作者，開始試圖推廣靈修復興，作為人們對生存的希望和發展的基礎。其中之一Evelyn Underhill女士不久就成為家喻戶曉的有關祈禱和神秘學的女作家。另一位Emily Herman女士發表了一些作品，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九二一年的「創造性祈禱」(Creative Prayer) 一書，此後就被人忘卻了。她的丈夫是長老會牧師，結婚初期在澳洲度過。那時她就開始撰寫宗教性的文章。旅居英國以後，她先擔任Everyman的編輯 (一九一八)，後任The Challenge的助理編輯 (一九二一 — 二)。在這幾年中她改奉了聖公會，對禮儀生活大感興趣，尤其熱衷於祈禱和神秘學。她的幾本著作反映了這些興趣。

那麼Herman女士為什麼會被人遺忘了呢？主要理由該是她的早逝 (一九二三)，她只活了四十九歲，來不及充分發展她的才華。另一個理由可能是由於身任宗教刊物的記者和編者，使她忙着撰寫即時需要的短篇文章，無法多寫規模比較龐大的著作。然而已發表的幾本，如。「歐肯和柏格森」(Eucken and Bergson)「神秘學的意義和價值」(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Mysticism)，以及「創造性祈禱」三書已足以使英美讀者接觸到哲學和古典神秘學的泉源。這三本書如果廣被人知的話，Herman女士必要重新獲得她應享的一份榮譽。

為了把她的訊息介紹給讀者，在這篇文章中我集中討論她的名著「創造性祈禱」一書中有關祈禱的概念。Herman女士把祈禱視為創造性的活動究竟有什麼意思？什麼東西被創造或再次被創造呢？Herman女士企望它在祈禱者身上和信友團體中發生什麼效果呢？

我們先該知道Herman女士博覽哲學群書，尤其有關神秘主義的書籍。她的第一本著作「歐肯和柏格森」就探討當代兩位哲學大師的思想。她從柏格森吸取在實在界中到處都有創造力在流衍的感受。然而 (下轉P.368) 我們怎樣與這種力量接觸呢？「柏格森認為只有一個方法，就是立刻把自己放入真實世界的活躍而變動的濃密深處。」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同時應用理智、情緒、直覺，也就是我們生命資源的整體；柏氏稱之為「同情」。「藉着同情的工力，我們才能在人的性格和哲學思想的活力中心接觸到他的生之衝力 (élam vital)。」(歐肯和柏格森，頁一五O)。

真實的生命和深刻的祈禱就是從這個活力中心湧出。Herman女士隨着柏格森的引導而回到自我較深的源泉時，找到了更深邃的反省之路。「柏格森的理論以其最中心的意義說來是一種『福音』它叫我們脫離自欺的理智的幻覺而進入直覺的更深層次；就在這裏，靈魂接觸到的既非某種對毫無動靜的創造者的夢想，也不是一種乾淨俐落的機器製造的鎖鏈，而是創造性的生命。」(歐肯和柏格森，頁一六五)。

在歐肯的哲學思想中，Herman女士找到另一個更具威力的概念，此即精神的出谷 (spiritual exodus) 的概念，或「消極運動」(negative movement) 的概念。歐肯的哲學把人格的成長分成三個階段： (一)本性階段：生命服從感覺的權威； (二)消極階段：個人突破本性而接觸到絕對精神的生活； (三)再建設的階段：個人在獲得精神性的自由以後，把世界的問題承擔在自己身上，回到老世界中，為了要以新世界的光去協助舊世界進行精神重建的工作。(歐肯和柏格森，頁五十五)。

(下轉P.382)

Herman女士在詮釋祈禱生活的時候特別重視第二階段，即消極運動的階段。這個階段要求人進行精神奮鬪，人的精神「與過去決裂，把自己更迫切地逼向他存有之最內在和最秘密的泉源中去；以一個為了爭取自己的自由和價值而破釜沈舟者的激昂心情來挑戰、質問、探索並奮鬪着，這樣的人方能接近天主的救恩活動的能力範圍。」(歐肯和柏格森，頁五十七)。

Herman女士怎樣應用這些哲學概念來發揮她對祈禱生活的看法呢？她在作品中一貫地强調需要有一個對上主的新概念，要建立與上主新的關係，要縱身躍入天主之內，就像縱身躍入實際存在一樣。她常常重複說祈禱的過程既不困難又不複雜：「我們不必發明以天主為中心之祈禱的精密理論和方法。只有一個竅門，就是把自己高舉到天主那裏，誠切渴望認識祂，並與祂結合。」(創造性祈禱，頁九O)。

然而進入祈禱世界就是進入實際世界。它要求對生命要作新的估價，並且進入一連串的新經驗之中。「因為以天主為中心的實際世界是堅忍而凱旋之愛的世界，而它的通道 — 給這世界統合性的直捷大道 — 就是基督。」(創造性祈禱，頁九O)。祈禱生活的基礎就是體會到神愛我們。我們從生到死都受到祂創造力的支持，並在祂內活動。祈禱生活是回答天主之愛的過程。

「祈禱生活是皈依的生活，逐步地越來越從自己走出來而轉向上主。人在第一次真誠臣服於天主的行為中，已潛能地、理想地完成了全部皈依；這時靈魂已把自己與罪惡分開，而與永恆之愛發生正確的關係，然而他還需要繼續不斷的藉一連串自我投誠的完整引為終其一生來達到完美的皈依。」(創造性祈禱，(下轉P.406) 頁一五五)。

人除了體會天主是仁慈的造物主和朋友，並且向祂回答以外，在另一個層面開始進行一個消極的運動 — 擺脫自我而完全依附上主。Herman女士對祈禱生活涉及的事有非常實際的看法。首先她强調靜默，她稱之為「靜默的事工」，即把注意力從外在的日常事務中轉向內心生活。她認為這是為自己也是為自己周遭的人的服務。在靜默中人靈可以聆聽到上主的訊息。為聽這個訊息，我們必須操練「默想的記律」。開始時，在其精神世界中似乎充滿了一些模糊的抽象體 — 神、靈魂、罪、聖寵、審判。但是如果一個人繼續祈禱下去，尤其在默想耶穌的生平和死亡之後，精神世界便逐漸明朗化起來，成為一個多面的實際存在 — 「每一個事件都向我們透射出它本身的創造性光輝，因為從每一個事件中都有一種普通歷史事件不會含有的能量傾瀉，它使人的心神獲得重建和蛻變的效果。」(創造性祈禱，頁八十一)

投身於祈禱的人逐漸地移進一個新的天地之中。天主已經變成他生活的中心，隨着這個中心之建立，他開始有一套新的價值觀，一連串新的思想與情緒模式。另外對別人和其需要產生新的欣賞態度構成這個新世界的主要氣氛。

然而這並不是一個永無終局的幸福世界。起初體認過的驚異與喜樂會逐漸褪色，變成每日平凡生活中的普通經驗。以前領受的似乎取汲不盡的力量，現在看來十分有限。真正的內修生活的工夫就在這時開始了。這是一種活在十字架道路上的生活。那裏沒有人可以避免克己和內心修煉 (或稱苦修)。Herman女士把這些練習稱為內修生活的技術，可與藝術家的技巧相比。沒有一個尚未對技巧有得心應手能力的藝術家能創造出偉大的作品；同樣地，沒有一個進入內修生活的人可以不藉紀律而長足進步。「歸根結柢，愛和生命同時融化而成精神性的恆持力。然而沒有一生不屈不撓的修煉，精神性的恆持力是不可能發生的。」(創造性祈禱，頁一二八)。

在祈禱的過程中，志願的貧窮、對物質和精神性事物的超脫逐漸變成更强烈的理想，而在這世界的窮人身上分享耶穌生活的挑戰也愈來愈尖銳。忠於祈禱的靈魂一路追隨着十字架的引導而向前邁進，但這也是一條通往復活的大道。新的企盼和希望在他的生命中要展現出來。

(下轉P.448)

Herman女士認為藉着祈禱而建立或再建立的是一個新的生活中心，一個具有新價值的視野。這個新視野「意謂整個人格 —— 心智、意志和情緒 —— 與天主的心智、意志和心化為一體，以天主的眼目觀看世界，分享祂的痛苦為救贖別人。」(創造性祈禱，頁一五六)。

度祈禱生活的人逐步移入歐肯提示的第三階段：再建設的階段。在基督文化影響不佔首位的現代文明中，我們看到性、暴力、藥物、死亡對人具有的迷惑性達到驚人的高峯。在國際仇中，活在隨時可受核武消滅的威脅之中的人如何體會代禱的治愈力呢？

Herman看到祈禱的創造性功能可以在二處作用；首先是在那些需要醫療與和好的人之間。個人不論多麼卑微或受多大的苦，都需要祈禱的支援和鼓勵，需要被聽到。只有天主的醫療性的愛激發出的創造力能使受苦的人振作起來，並使他轉向上主的真理。為這類需要，祈禱產生巨大無比的能量。

另一個場合是人類的團結一致，把光明和治療帶到生活的整個區域中去。為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我們需要一些人物，如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印度的德雷莎修女，Dorothy Day, Martin Luther King。這些人經過之處，人的生活就不再一樣，無望或壓抑都會消失。然而在這些偉大人物的背後，尚有一大群祈禱的人，後者的生命藉着祈禱而成為可激發創造能的泉源。是祈禱構成了一個大氛圍，光從其內四射。在這個大氛圍中人類的和好終能變成事實。

這樣一來，祈禱不再是個人的目的與事務。它處在基督為每一時代工作的中心，就像Herman女士所言：

「在基督徒內心中的基督之心是整個基督世界的活中心，是後者的一切治癒事工的活泉源。而這顆心是在我們內藉祈禱所構成的。」(創造性祈禱，頁一五O)。

本文譯自：Sr. Rosalie Ryan, C.S.J. “An Approach to Creative Prayer: An Anglican View” Spiritual Life, Vol 28, No. 3 Fall 1982.
本檔案未經整理
